
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

刘援 朝

　　白族有过发达的宗族组织和制度 ,但这种组织与制度于今却处在全面衰败过程

中。笔者在云南元江白族地区曾收集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本文中以姓氏组织为重

点 ,对白族这种发达的宗族制度与组织进行研究。文中对云南元江白族的族谱 、墓志

铭及其民间传说的研究表明 ,白族这种发达的宗族组织及制度与汉族人口大量融入

白族群体的历史过程有密切联系 ,在本质上与汉地宗族组织和制度并无多少差别 。

白族宗族制度的衰落除与政权力量的渗透有关外 ,宗族组织所具有的政治性功能也

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 。

作者:刘援朝 ,男 ,1951年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

白族是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一个少数民族 ,许多旧有的社会制度与汉族旧有制度密不可

分。宗族制度即是其中一个典型。

白族社会 ,除滇西怒江州的白族支系—拉马人之外 ,大多数仍保留以父权为特征的宗族组

织。这种组织在四十多年前曾有过发达的制度保证 ,在云南大部分白族地区都有保存 。近四

十多年来 ,这种宗族制度基本陷于瓦解 ,但由其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依然存在 ,只不过演变为

类似首属群体那样的一种利益组织 ,组织功能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上的互助与互动。笔者 1994

年夏曾在云南元江县白族聚居的因远地区做过调查 ,这里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 ,对该地区白族

的宗族组织与制度做一概述。

一 、白族氏族组织发展的三个阶段

白族的氏族组织在历史上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图腾氏族制 、父子连名制和汉地宗族制 。如

今 ,图腾氏族制仅在滇西怒江州的白族拉马支系中有所保留 ,父子连名制仅见于文献资料 ,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 ,绝大多数白族都采用了汉地宗族制度。

(一)图腾氏族制

图腾氏族制是白族最古老的氏族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某一种特定的动物或植物做为本氏

族的标志(图腾)。拉马白族的图腾有虎 、鸡 、木三种 ,因此拉马支系又分为三个民族群 。这三

个民族群都没有今日白族普遍盛行的姓氏制度 ,也不存在父子连名制度。它们的一大特点就

是以辈份传递为主要形式 ,世系的标志主要表现在共同的辈字上 ,这种制度在白族亲属称谓上

仍有保留 。

(二)父子连名制

父子连名制是我国藏缅语民族中普遍盛行的一种记述本家族谱系的命名制度 。所谓“父

子连名” ,就是说 ,在儿子的姓名中 ,必有一字是从父辈继承下来的。直到大理国时代(相当于

南宋时期),还有白族沿用父子连名再冠之以汉族宗族姓氏的例子。例如:在今日鹤庆县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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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红旗村高榴芳家中 ,还保留着一本高氏宗谱 ,记载着三十多代祖先的姓名 。这个名录显示出

远古白族先民盛行过父子连名制。①

(三)汉地宗族制

远古白族氏族组织就是以辈字制度与父子连名制度记述着自己的历史。但两汉以来 ,情

况大变 。随着汉人大批进入 人区(白族先民称“ ” ,音 bó),并逐渐与 人融合 ,汉地的宗族

制度取代了原有的氏族组织 ,同时建立了姓氏制度 。

奴隶主的封建化与头人的世袭统治是汉地宗族制度得以在白族地区通行的前提条件 ,而

汉人的大批融入以及郡县制在白族地区的推行则促使汉地宗族制度得以完全照搬进白族地

区。由于宗族制度本身的性质决定 ,白族地区同样也出现了宗族地区豪强势力集团 ,这就是大

姓集团 。大姓集团在白族政治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因与本文的宗族制度关系不大 ,不赘

论。

汉地宗族制度与前述的图腾氏族制和父子连名制一样 ,都是一种继嗣制度 ,但这种继嗣却

有着如下特点:

1 、汉地宗族制度是一种父系单系继嗣制度。这种继嗣制度是只有男子获有继承权 ,而将

女子除外 ,因此继嗣特征是“传男不传女” 。

2 、汉地继嗣制度是认定某一男性为该宗族的祖先 ,所有后人与这位祖先都有着固定的联

系 ,并有特别的称谓以确定该人在该宗族群中的地位。该宗族的标志是以某一独立的姓氏区

别于其它宗族。因此同一宗族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姓氏 。

3 、为了确定宗族群体的范围 ,汉地宗族盛行地区多盛行土葬习俗 ,由清明时祭祖坟而形成

的“祭祀圈”往往与同一姓氏的“宗族圈”重合 。祖坟是确定祖先存在的最重要的标志 。祭祖的

最重要的功能是凝聚族人 ,团结合作。

4 、为重视族人的团结和整合宗族组织 ,宗族内部有许多规范 ,比如:宗祠 、族规 、族产 、族谱

等等都是借以规范族人行为的控制手段 。汉族有发达的文献制度 ,宗谱修订是宗族群体中最

重要的工作。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制度 ,在受战乱较少的汉族地区 ,同一宗族可以延续到十几

代或几十代人 ,从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

从汉地宗族发展阶段看 ,又可分为殷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与封建时代的宗族制度。这两种

制度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宗法制度起源于殷代 ,盛行于周。殷周奴隶制时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别子虽非嫡长

子 ,但仍是一宗的正支 ,百代之后仍得祭其始祖 ,是为大宗;别子诸弟(祢)是一宗的旁支 ,传五

代之后 ,其与别子的关系已始出同一高祖范围 ,因此不再祭祀别子的祖先 ,而另祭本支祖先 ,是

五小宗。在殷周实行分封制的贵族阶层中 ,按宗法制度的不同分成不同的宗支 ,每支分别嫡 、

别 ,别亦分正 、旁宗支以及大小宗支 ,形成大宗率小宗 ,小宗率群弟的宗法血缘组织。在贵族阶

层 ,宗法制度便表现为天子—诸侯 —大夫—士这样一个等级系统 ,形成殷周社会典型的宗法统

治。这种宗法统治与土地所有权以及与在土地上劳作的劳动者结合起来 ,便形成殷周时期的

井田制和奴隶阶级。

地主阶级的兴起 ,奴隶大量逃亡 ,使井田制遭到破坏 ,土地所有制由奴隶主的家长下转变

为地主私人所有 ,进而导致宗法制度的瓦解 ,代之而起的是以族 —家共存的宗族制度 。宗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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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宗法制度的不同点在于:宗法制度是血缘 —等级制度 ,而宗族制度则是血缘 —地缘制度。

宗族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宗法制度有着承继关系 ,突出的共同点是:宗族制度中有着与宗法

制度中一样的宗继承制 、立嗣制 ,也有着与宗法制度一样的世代聚族而居的制度 。能上能下的

升迁以及光宗耀祖的观念对宗族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旦与地方政权相结合 ,就会衍出地方

割据势力和豪强集团的实体来 。这与白族大姓豪强割据势力的形成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在

汉族社会 ,豪强地主以租佃 、雇佣方式统治着人身相对自由的农民 ,而在 族社会 ,豪强奴隶主

统治着的是严重人身依附的部曲(家奴)。

当然 ,宗族制度也与宗法制度有重大的不同。首先是“家”的引进。宗族社会是“家”与

“族”的聚合体 , “族”是同生—共同祖先的人群的集合 ,而“家”则是居住在一起进行生产生活人

群的结合。在宗族组织中 ,这种“族”与“家”的结合是松散的 ,它是以某种共同的标志(如同—

姓氏)、某种仪式(如祭祀共同祖先)以及某种共同的信念与制度(如“同祖”意识与宗亲网络)体

现出来 。这个组织内部主要以辈份划分不同等级 ,外部则主要表现有一个被族人共同推举出

来的族长以及共同的祖庙 。各家的生产和生活是自主的 ,族长一般并不干涉。

宗族组织是典型的封建制产物 ,是“宗族中地主阶级统治压迫同姓和外姓农民的封建堡

垒” 。① 但不可否认 ,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 ,使同姓农民

在心理获得了保护 ,从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这种功能是其它任何社会组织所无法取代的。

白族的大姓制度就是在汉族宗族制度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本质上 ,它与汉族社会

中的宗族组织并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从明清以来 ,白族大姓制度从一种政治制度逐渐转变

为一种地方性制度———颇似汉族社会中从宗法制度向宗族制度的转换 ,因此白族大姓制度与

汉族宗族制度一样变成了一种带有自治性的乡党组织 。我们下面将以云南元江县白族农村为

例 ,研究这种白族乡党组织的状况 。

二 、元江白族大姓的历史资料

中古时期(唐宋时代),在元江地区活动有与今日白族有族源联系的 人和白蛮诸部族 ,这

些部族在其后的历史中都逐渐融入当地汉 、傣 、哈尼诸民族中 ,只留下若干个古代遗迹与历史

传说 。

今日元江白族与往昔的 人和白蛮诸部族并无直接的历史联系。语言便可以证明这一

点。今日元江白语与剑川白语同属一种方言 ,差别并不大 ,彼此可以互相通话。可见今日元江

白族大都是较近年代由剑川等地迁来的 。若是古代 人或白蛮人的直接后裔 ,其语言与大理

州地方的白语不仅不能通话 ,起码差距也得有北京话与广州话或厦门话那么大 。

第二个证据是大量的族谱记录否定了这种联系。据何叔涛先生考证:“现今居住在因远坝

九个村寨的白族居民 ,大部分为明末清初以来因经商 、做工或战事不断由剑川过喜州 、大理 、凤

仪而往玉溪 、石屏等地东迁而来……大部分的家谱 、墓碑都明确记载其先祖由剑川迁来” 。②

新编《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县志》亦称:“白族李 、杨 、陈氏及其他姓氏 ,自唐南沼时起

(?),大部从大理 、剑川等地陆续迁来 ,其原因或经商或战事各有不同。”③ 但各姓氏的具体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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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仍有进一步深入探究之必要 。

1994年夏 ,笔者在当地调查时 ,收集到多份白族墓志铭的族谱 ,涉及到当地白族张 、陈 、

杨 、李 、王五大姓氏。这五大姓氏中 ,只有陈姓墓志铭明确提出其祖来自剑川 ,张姓和杨姓俱称

其祖为南京应天府人 ,王姓亦称其祖为江苏江宁府人 ,只有李姓其祖来源有些含混不清。笔者

收集了四份有关李姓祖先的材料 ,有:安仁村李氏宗祠《功德碑》序 、“宰象李”的传说 、“勤波李”

的传说 、因远李挝得墓志铭。从以上四份材料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在民间传说

中 ,白族与其它民族的界线划得十分清楚 ,这当然是现代白族的观念的反映 ,因为现在能收集

到的白族民间传说都是从当代白族民间收集来的 。可是在那两份古代碑铭中李氏宗祠是清光

绪甲辰年(1904年)建立的 ,李挝得墓志铭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写成的 ,都反映出清末民初

因远白族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并非云南土著 ,而是江南大户望族的汉

人 ,因受军功和经商才落籍云南。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杨氏 、王氏和张氏的族谱资料中。它们

同样自认为祖先并非云南土著 ,而是江南大户汉人 。如因远杨茂芳墓碑于清朝乾隆丙子年

(1756年)立 ,其祖出生地很鲜明地写着是南京应天府人 ,显然又是汉人之后 ,明末入滇 ,从大

理移居因远 ,后代子孙分布于因远地区和墨江一带。因远《张源墓碑重建记》同样声称自己祖

先来自南京汉人家庭 ,碑文上十分明确地记载着其祖先的出生地 、入仕 、封爵 、平南的经历 ,这

些记载与前面几个姓氏的祖先生平的记载相似 ,似乎都可以确认张氏祖先是汉人血统 ,但碑文

后面的“湮远年代 ,文献不足”几个字 ,使我们可以考虑到更多的情况 。此外 ,安仁村《王氏宗祠

序谱》也很详细地记载了王氏先祖王树猷来滇平乱 ,以及移居剑川 、流寓元江的经过 ,并相当明

确地指出因远白族王姓有四个始祖 ,因此可知 ,因远白族王姓有四个支系。

因远白族李氏 、王氏 、张氏 、杨氏祖先铬文的一大特点都是否认自家祖先为云南土著 ,而是

江南大户汉人 ,之落籍云南是因为从军平滇或是经商 ,而且都是明代以来才入籍云南的。只有

陈氏的族谱写着自己为云南土著 ,为家计而卖艺 ,途遭“乱军” ,只能流寓因远 ,以至繁衍至今。

因远《陈重德墓志铭》(节录):

“公讳重德行工 ,古隽州属剑州人也 。先君幼年儒尝 ,历童试 ,因家计遂转习技艺 。咸丰末

年 ,发贼拒西迤 ,令世兴公历艰至因 ,道阻不能还 ,遂家焉。朝夕教 ,勤俭置产业 ,因是家道颇

裕。思回籍省春 ,阻千势 ,世兴公思亲之心未尝忘也 ,为之碑记 ,使千里亲魂有凭依 ,而春秋拜

扫得有瞻拜之处 ,亦孝思不忘之义焉。”

这是一篇真正的白族迁移因远 、开发因远的记录。文中详细记载了陈氏祖先从剑川东迁

的历史 ,剑川古为剑川州 ,属古隽州 。文中的“剑州”和“隽州”均为异文。“发贼”无疑指太平

军 ,可太平军从无进入云南的史实 。在咸丰末年 ,大理地区的民众起义只有杜文秀的回民起义

军。杜文秀起义地区波及大多数滇西地区 ,并在大理城设立政权 。墓志铭所言“发贼拒(踞)西

迤” ,大约是指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1856年)。因此可知 ,陈氏祖先东迁时间大约在杜文秀

起义之时 。

说到这里 ,我们有必要再回到前面研究白族历史文献(碑文 、墓志铭等)中多有将其祖先与

江南汉族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其实 ,不仅是因远白族 ,大理州白族家谱中也多有声称自己祖先

(包括远祖)是内地汉人的例子 。如大理国主段思平 ,其家谱(剑川段氏家谱)亦称:“段氏乃公

叔之后 ,自周迄汉有文献可征 。唐德宗兴元元年 ,武威郡人段俭魏仕于豫章 ,从南康入滇佐云

南王蒙氏 ,有功 ,赐名忠国 ,擢清平官。亦传至思平 ,讨除纂贼 ,众推为云南王 。”又如剑川赵氏

土司 ,据《赵土司宗谱》云:“若我剑邑之赵氏 ,脉络 ,原系南京应天府凤阳县大花村人氏 。”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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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土知县杨氏的《祥云杨氏家谱》云:“今将我杨姓起祖原籍江南句容县人……及君祖杨般

若 ,于江南句容县原籍之祖 。至天晟 ,为十世之祖。杨天晟于江南至云南 ,于唐开元间蒙沼东

川 ,后封万侯职”等。可见 ,在白族宗谱 、谱牒中 ,很习惯将自己的祖先与内地同姓汉人大户望

族名人联系在一起 ,以为光宗耀祖 。这只能说明白族血统中融有大量的汉族血统 ,因此在文化

上和感情上与汉族有密切的联系。及至明军入滇 ,这种趋汉心态更得以加强 。师范在《滇系·

典故系六》中说:“自傅 、蓝 、沐三将军临之以武 ,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 ,不以为光复旧物 ,而以手

被天荒 ,在官之典籍 ,在野之简编 ,全付之一烬。既秦迁富民以实滇 ,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

自江南 、我来自南京 。”师范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白族为何皆愿称其祖来自江南诸地 ,其原因在

于有“实滇之富民”之样板 。但这也只是条件之一 ,如果没有大量汉族血统融入白族中 ,从而导

致白族大量接受汉文化这个条件 ,即使有“富民”之样板 ,也不会产生白族这种普遍趋汉的心

态。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地区 ,云南仍广泛分布着彝族 ,而彝族就绝没有白族的这种趋汉的

心态 。正因为如此 ,我不能同意有些人认为许多白族将祖先认为是汉族是所谓官方“强迫同

化”的结果 。事实上 ,在《白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收集的 125个白族墓志铭中 ,只有 10个墓

志铭中声称其祖来自内地汉族 ,其余 115个墓志铭全都声称自己是本地土著 , “强迫同化”之说

不能成立于此可见一斑。因此白族历史文献中声称自己祖先为内地汉人者 ,只能表明白族中

有浓厚的汉族血统 ,以及汉白民族之间互动频繁 ,不分彼此的心态。我还想进一步指出 ,古人

只有先进与落后 、有利还是有害的区别 ,而没有什么民族的概念 。“民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代

人的发明 ,不能拿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去套在古代民族关系上 ,尤其是套用在白族这个融有大量

汉族血统 、高度发达的民族身上。

三 、安仁村的白族姓氏组织

元江是滇中地区最主要的白族分布区 ,而元江白族又集中分布于因远镇(乡级行政单位)

所属的 9个白族村寨(因远 、红安 、安仁 、补垤 、马鹿 、沙埔 、安定 、北泽 、奔杠)中 ,其它地区很少 。

白族是从明末以来陆续迁到因远地区的 ,一直繁衍至今 ,所以今日因远白族大理人家 ,代数往

往高达十几代人或二十几代人 。比如 , “十八子李”的代数据说已有二十四代人 ,而陈姓也已有

二十七 、八代人 ,成了真正的世袭大户。

由上述的历史资料可见 ,因远白族的宗族组织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一种同姓血缘群体

的集合 ,因此这种组织“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的 ,即同伴间的向心倾向 。由于个人的初

始集团是家庭 ,所以向心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停留在家庭中 ,在家庭之外 ,则停留

在家庭的直接延长物 —宗族之内”。① 作为这种血缘家庭延长物的宗族组织 ,也需要有一定的

制度作为保证。这种制度主要有:作为祭祠祖先的场所—宗祠;作为记录族人谱系的族谱;作

为宗族产业的族田;作为宗族内部的首领的族长和规范宗族内部秩序的族规。宗祠 、族谱 、族

田 、族长和族规在因远白族社会中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成为封建势力盘剥白族劳动者的枷锁 。

解放以来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 ,旧有的封建宗族势力被打倒 ,随之而来的是废除旧有的宗族

制度:族长制被取缔 、族田被没收 、宗祠改做它用 ,旧有的族规再也没有约束族人的作用。政权

的力量伸展到社会各个角落 ,成为管理社会的唯一力量 。延续千年之久的白族宗族制度已烟

消云散。现在宗族组织的各种有形的物质与相关的制度基本不复存在。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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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的宗族观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互动。这种观念与行动虽然有可能引

发宗族组织与制度的死灰复燃 ,但在目前元江白族地区尚无复兴宗族组织与活动的苗头 。这

里仅以安仁村为例 ,对这种非正式的宗族群体及其世系构成进行分析 。

安仁村是因远九个白族村寨中一个较大的村寨 ,全村共有 228 户 , 260 人 ,仅次于因远镇

和安定镇的人口数 ,为第三大白族村寨 。村中除居住有白族之外 ,还有少量的汉族 、哈尼族 、瑶

族 、彝族人口 ,总数仅占全村总人口的 15%。

元江白族的宗族组织的标志和汉族一样是以姓氏划分的 ,因此姓氏的不同往往标志着不

同的宗族 。在姓名制度上 ,元江白族已经彻底汉化 ,连乳名都不例外 ,因此元江白族姓氏与汉

族完全相同。

白族与汉族一样是严格的父系社会 。从亲属称谓制度上 ,白族在称谓中亦严格区别父族

与母族的不同。因此在群体内部 ,便以继嗣为中心划出两类人:一类是同姓同宗的 ,另一类则

是外姓 ,而这一切全是以男子的继承权为转移。这就是说 ,只有继承权操之于男子(儿子)之

手 ,才能保证该宗族群体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宗族的最根本的属性。因此在同一宗族群体

中 ,便以性别的不同形成两种亲属关系:父族血亲(男子和未嫁人之女子)以及父族外血亲(已

嫁人的女子)。由于女子不能继承本家香火 ,所以在重视继嗣关系的传统白族社会中 ,女子的

社会地位很低。

安仁村是个杂姓村 ,共有姓氏 15个 ,其中没有一个姓氏占据总户数的绝对多数。除马 、

董 、罗为汉族姓外 ,其余姓氏皆为白或汉 、哈尼及其它民族所共有 。其中只有李 、王 、周 、白 、胥 、

陈 、张算是大姓 ,其余姓氏均在 1-6户之间。下文选择王 、张两个姓氏 ,研究安仁村姓氏群体

的世系组织。

1.王姓宗族组织

从目前情况看 ,安仁村白族王姓共有 37户人家 ,分属互有远亲关系的两支 ,这两支祖先都

可以追溯到《安仁村王氏宗祠序谱》一文中的王小用和王小才两人。关于王小用祖先情况 ,王

辉先生家中藏有两卷祖先香位图。一卷称《王氏门中历代宗祖考妣之香位》 ,另一卷称《王氏门

中香位图》 ———该图上方画有一手持宝瓶坐于莲花宝座之上的地藏菩萨 ,并列有如《王氏门中

历代宗祖考妣之香位》的全部列祖列宗姓名 ,并略有增加。从亲属关系上看 ,这两图似乎是两

个不同家庭供奉的祖先香位 ,但关系很近。

根据图表各先祖的名录 ,我们大致可以理出地藏菩萨持有者家庭的直系祖先的关系 ,它们

显然是王小用一支的后代 。

据《安仁村王氏宗祠序谱》称:王小用 、王小才远祖王辅仁的子孙于明万历年间到达因远 ,

在因远生出王小用 、王小才 、王隆 、王受四兄弟 。从明万历年至今已有四百余年 ,绵延至今的代

数达 20多代 ,这并不奇怪 。如果我们同意王小才 、王小用两个年龄并不会相差太大的话 ,我们

也得承认 ,王小用这一支繁衍至今 ,其后人也得有十七八代人之多。

王小才这一支 ,由于有王怀蔚老师收集 ,家庭史资料更清晰些。在王怀蔚老师收集的材料

中 ,有一则记叙他祖父王家训(号献廷)事迹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记叙了近代因远地区的一

些情况 ,并将其祖父的功德加以宣扬 ,使我们借此可以了解王氏家族在近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

色。

该碑文记述了王家训(献廷)一家的情况 ,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 ,晚

清以来 ,因远白族仍盛行大家庭制 。以王家训家情况为例 ,这个家庭具有这样一些人员: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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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春?)、母亲 、王家训及其妻李孺人和 5个孩子 ,全家总人口共有 9人 ,是一个典型的主干

家庭。其次 ,我们还可以看到 ,晚清以来 ,因远白族与汉族地区一样 ,社会流动仍主要表现为

“读书入仕”这种方式 。以至在碑文中对具有贡生功名而未获官职的王家训深认为憾(“惟没于

仕进 ,于国家无补。”)再次 ,在碑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 “行善举 、乐助人 、忠孝节义 、急公好义”

等儒家思想在因远白族地区也广泛传播 ,成为评价一个人道德学问的标准 ,这与传统的汉族地

区毫无二致。

鉴于白族地区中这种强烈的儒学色彩 ,可以想见 ,在宗族制度上 ,因远白族仍遵循儒家的

“尊卑有别 、长幼有序”的学说。和汉族社会一样 ,在亲属关系中 ,辈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年

龄上的差异。这种对辈份的强调便形成了辈份命名制度的产生 。

2.张姓宗族世系组织

安仁村的白族张姓与白族白姓是两个具有极特殊关系的宗族 ,这两个宗族彼此之间不能

通婚 ,因此具有同一氏族的性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据说是 ,张姓祖先曾被白姓祖先收养为

子 ,因此白张两族视同一族。实际上 ,从谱系上看 ,白张两族仍各承各姓的血统 ,并没有完全混

为一起。且笔者收集的白姓宗族资料不全 ,这里仅分析安仁村张姓世系组织。

关于张氏族谱 ,在白绍贤老师家中藏有一份张崇兴家的祖先香位图 ,记载了张(白)氏一族

的情况。这张香位图是张氏的香位图 ,故记载的多是张家祖先 ,白姓祖先很少。香位图的全称

是《祀奉之中白张氏门中后代宗祖内外姻寨考妣香位》 ,其格式与前述的王氏门中香位图完全

一样 ,每个先祖后面都有配偶名称 ,并配有相应的“讳”和“妣”等名号 。

这个图有两个特点:第一 ,从亲属称谓上看 ,它是记录一个宗族的谱系的 ,因此在称谓中既

有考辈(父辈)也有祖辈 ,既有血伯(本家)也有堂伯 。第二 ,图中若干姓名中含有辈字 。按汉族

传统的辈字使名规则 ,拥有同一辈份的人应有一共同辈字 ,不同家族的辈字往往并不一致 ,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辈来理清这张图上的谱系。图中有六个辈字:才 、守 、仲 、秉 、庆 、必。

如果我们加以直旁系区分 ,那么 ,上述张家祖先的辈字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辈份

划分 ,这种辈份划分大致表现为:

曾祖辈　本支:守字辈　　旁支:才字辈

祖辈　(无辈字记录)

父辈　本支:秉字辈　　旁支:仲字辈

平辈　本支:庆字辈　　旁支:必字辈

从这个辈份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里记录的是张氏宗族两支祖先的辈份情况 。一

支是本支 ,其辈字从曾祖辈的守字辈到平辈的庆字辈(据白绍贤老师介绍 ,本支的堂弟张庆华

已于解放前夕去世 ,可见本香位图祖先辈份截止到 50 年代初);另一支是旁支的堂房亲戚 ,其

辈份从曾祖的才字辈到平辈的必字辈。奇怪的是祖辈(祖父)两支都缺乏辈守记录 ,但从香位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本支的祖辈已成为白氏(白世芳 、白 ),而旁支的祖辈大约是香位图的高

祖张德成始祖张乐拔 。这个辈份图表明 ,白张氏合宗的源头是从本支祖父辈开始的 。

白张氏宗族有非血亲关系的族系 ,其关系非常密切 ,但后代的姓氏依然各守其姓 ,决不相

混 ,而亲戚关系依旧 ,白张两姓之间依然是叔伯兄弟。

安仁村各大姓之间由于在代数 、支系之间有着多种划分 ,因此并没有出现一姓(宗)占据全

村绝大多数人口 、小姓与大姓之间存在着社会势力不平等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其余白族村落中

一样存在 ,因此表明 ,杂姓集团的进入 ,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白族村落演变为汉族南方宗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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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的种种单姓宗族村落的形成 ,从而也保证了白族村落各种不同姓氏集团之间的和睦相

处。

宗族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汉族父权氏族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祖先崇拜 ,并在其后的发展

中揉进了大量汉族伦理文化 ,成为汉族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化 —社会制度 。它影响到每一

个人 ,并扩大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 、文化和经济活动中 。可以说 ,要了解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 ,

宗族制度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同样 ,要研究所谓的“汉化”民族 ,也应该从此入手 ,白族在这方

面正是一个典型 。

中国的宗族组织 ———不管是汉族还是白族 ,都具有两种性质:其一是基于血统关系上的血

缘组织 ,其二是一种乡村自治性组织。这种自治性组织是从宗族组织的前身 —宗法制度演化

过来的 ,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政治化色彩:宗族内部形成社会分层 ,并有特殊权势集团的运作 。

美国汉学家弗里德曼就此写道:

“处于社会分化状态中的宗族 ,其领袖具有有效性 。他们既不被官府任命 ,又不听命于衙

门。由于他们本身是土人 ,他们与衙门的地位实际上是闾一的 ,他们可以抵制国家的意愿而不

因此受行政处分 。除非官员早已准备用武 ,否则他只能对不顺从的宗族加以理论 ,而不能强求

其听命 。中国政治制度力图通过避免任用本地官员处理本地事务 ,防止裙带关系和腐败 。但

是由于它允许宗族头人具备官员的特色的同时对之不加行政监察。因此国家实际上已经对宗

族失去控制 。虽然国家努力给予自己以正确的意识形态 ,但这种状况很难改变 。因为绅士这

种缓冲器存在 ,所以宗族可以一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 ,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立场富有官方色

彩。”①

就这样 ,宗族组织的政治因素一点点地膨胀 ,一步步地排挤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并

取而代之 ,从而成为乡村统治势力的代表 。宗族组织从一个互济互助的慈善性组织变成一种

集血缘组织和政权组织于一身的乡村基层组织。在这种组织中 ,不仅可以进行族人之间的互

助 ,也可以在“保卫宗族利益”的族号下建立地方武装和私人武装 ,并可以公然设立公堂和监

狱 ,关押 、审讯 、拷打 、处决不听话的农民 。宗族组织发展到这一步 ,真可谓是“盛极一时”了 ,宗

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对立物。这反倒使其走向它的反面。从明清以来 ,国家政权开始通过“保

甲”制一步步渗透进农村 ,到民国后期 ,又试图在农村建立行政权力 ,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一步步

被削弱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乡村政权的建立和土地改革的实施 ,使宗族组织在制度层面

和物质利益方面一步步丧失其统治地位 ,从而为政权的全面渗透和实施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让

出地盘 。这种情况不仅在汉族地区是如此 ,在白族地区亦是如此 。我们在本文中引用的地方

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都是本世纪 50年代以前的例子 ,在急风暴雨似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 ,宗族

组织全面瓦解 ,族长 、族产 、族规 、宗祠全部取缔 ,族谱被毁 ,宗族衰败已成定局。但是有必要指

出:虽然宗族组织一方面有政治化倾向 ,另一方面也具有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 ,而这种功能

是其它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因此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 ,

从而在新的环境下产生出新的适应方式 ,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责任编辑:谭　深

76

① 转引自王铭铭:《宗族 、社会与国家———弗里德曼理论的再思考》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号。


